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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确定影响创新组织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基于适应性管理理念，从资源整合与互动2个维度出发，依据产学研之间核心主体与基础主体地位的转换，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生命周期细化为组建期、运行期、收益期，以动态过程视角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影响因素阶段性演变概念模型，结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伙伴选择、制度建立、文化融合、利益分配各维度对组织稳定性的维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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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is considered an emerging orgaizational form to get innovation activities done. However, this organization form in China is usually not very stable. to determin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is study, the antecedents of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t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adaptiv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during organizational proces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life cycl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into formation period, operating period and earnings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ion of the core and subject among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rocess. Building concept model in a dynamic process perspective. Using a survey of 131 experts from some cities of China,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Xi’a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artners select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benefits distribu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organization stability.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for managers and academic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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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是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是实施创新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1]。“2011计划”实施以来，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了大量的协同创新组织，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2]，然而，此类创新形态形成较晚，多数协同创新组织仍存在短期化、形式化等持续运行性差的现象[3-4]，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5]，极大地影响了创新绩效。不少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展开了探讨。Numprasertchai等[6]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的主要因素是组织内各参与主体之间诚实有信、互利共赢并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Bunduchi[7]研究表明伙伴选择及其信任关系的确定有助于创新效果的快速实现。Bruneel等[8]和Petruzzelli[9]认为创新组织的吸收能力、技术关联性、组织文化、相互信任、已建立的合作关系与经验等对高效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Hoppe等[10]强调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是协同创新绩效得以保证的前提。Sherwood等[11]研究表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决定产学研协同创新成败的关键要素。王进富等[12]基于3C理论视角进行伙伴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合作各方的核心能力、技术兼容性及管理者才能是研发伙伴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陈劲[1]认为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在于文化冲突、利益分配体系不合理以及管理缺乏有效性。同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相比，蓝晓霞[5]指出美国的协同创新机制中更多关注组织成员间信任沟通的加强和多渠道分配方式的探寻。

梳理总结发现，组织创新是当前协同创新提升绩效的关键环节，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因素入手，侧重于对某一方面或某一影响因素的挖掘，但针对组织创新及其稳定性的实现则缺少针对性的分析。本文根据适应性管理理念，从整合与互动2个维度出发，依据产学研之间核心主体与基础主体地位的转换，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生命周期细化为组建期、运行期、收益期，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阶段性演变概念模型，并通过对多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实地调研，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影响因素的阶段性演变过程，以期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构建、稳定运行以及协同创新成效的提高提供依据与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适应性管理：协同创新组织演变过程模型

适应性管理（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被广泛认为是在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管理生物系统的最佳方法。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设计、规划、调控等管理活动，来实现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13]。杨伟等[2]在构建面向协同创新组织的适应性管理方法中提出，此类创新组织中同时存在核心主体和基础主体，核心主体是指拥有特殊资源的一方，如巨大的市场份额、核心技术、关键信息等；另一方则为基础主体。从本质上讲，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交互过程，创新组织内部存在着沟通——协调——行动——绩效螺旋上升的内在机理，涉及到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1，14]。从其过程而言，学研方与企业根据彼此需求选择良好的合作伙伴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初步完成知识的整合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规矩不成方圆”，组织成员在制度和文化的“硬”“软”指标规范作用下达到行动上的同步一致化，实现产业技术创新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大目标。合作多方共赢是协同创新组织组建的初衷，其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组织本次创新的协同绩效，以及创新系统的可持续性。对各创新主体而言，学研方创新并输出核心技术，企业有效吸收技术完成产业化。该过程中，主体拥有的特殊资源由学研方的核心技术转变为产业化获得的利益，主体间进行了特殊资源的逐渐转移，即实现核心主体从合作双方到企业转变。据此，本研究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运作过程划分为组建期、运行期、收益期3个阶段，并抽取出各阶段的关键因素，建立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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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阶段演变概念模型

（1）组建期，学研方和企业互为核心主体。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驱动下寻求合作伙伴，拥有丰富创新资源的学研方已然是其进行技术创新的最佳选择[15]。较学研方而言，企业能为其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与较为完备的市场信息，即学研方和企业可以通过协同创新弥补双方资源的不足[16-17]（互为核心主体）。协同创新是一个多形态的经济资源配置过程，其最基本的任务是创新伙伴的配对与合作关系的形成[18]。

（2）运行期，伴随创新活动的深入协同，核心主体逐渐向企业转移。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运行期分为2个阶段：产业技术创新阶段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产业技术创新阶段，学研方利用丰富的知识与科研能力进行技术攻关，企业则主要提供科研经费与先进仪器设备，双方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研发[15-16]（即互为核心主体）。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企业取得创新技术使用权，并结合市场需求与自身生产能力进行规模生产，在配套的销售能力支撑下完成产品销售目标获取利润（即企业为核心主体）。运行期内，企业与学研方因价值体系的差异，在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等文化、制度层面常常发生冲突[2]，核心主体向企业转移后，组织重心的偏向更加剧了成员间在文化、制度上的碰撞，因而，合理有效的制度建立与文化融合是组织运行绩效保证的根本。

（3）收益期，企业成为唯一的核心主体。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的绩效（有形的资产）直接进入企业，企业掌握了利益分配的主动权（话语权）；另一方面，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技服务和知识产权在知识生产转移过程中不能完全得到自身与当下市场制度的有效保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埋下隐患[19-20]。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增强组织各成员合作积极性的重要保障[1]。

2.2  组建期的组织稳定性

创新伙伴的选择及其关系的维系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组建的重要前提。Brouthers等[21]提出伙伴选择“4C”原则，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研发伙伴选择的基本要求，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证实[22-23]。本研究将伙伴选择（Partner）分为能力互补、目标协同、条件适配、风险共担4个层次。

（1）能力互补(Complementation)是指互补性的资源、科研能力与市场[22]。Leonard[24]认为彼此的核心竞争力是吸引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朱雪春等[25]指出，合作双方拥有彼此所期望的技能、知识或信息能实现各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弥补自身的薄弱环节。能力互补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战略职能的正常实施提供了有利保障，是建立合作双方互惠关系的关键前提[26]。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伙伴选择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a：能力互补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目标协同(Object)包括兼容的合作目标、战略导向及管理方式等。共同的战略目标与互惠的合作观念是各创新主体维持长久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14]。合作双方就战略目标达成一致后，微观目标的实现往往具有正相关性，即为共同的愿景自觉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27-2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目标协同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3）条件适配(Adaption)，即合作双方的融合性，主要指各创新主体间规模实力、财务状况、经营理念、文化氛围、管理方式及权力控制等多方面的匹配程度[22]。Brouthers等[21]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双方的条件适配程度决定了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的难度，适配程度越高，组织成员更易建立起互信关系，简化工作上的联系，有益于创新绩效的实现[23,29]。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c：条件适配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4）风险共担(Bear)是指合作双方拥有承担外界的不确定性而带来风险的能力，并能共同分担风险。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是基于一定任务下的投资、风险、收益“三高”的创新行为，在协同创新推进过程中，学研方或将面临因技术、外界环境等带来的风险，企业则要承担因市场变化、融资问题等引起的风险[30]，合作伙伴面对风险的态度与承受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d：风险共担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运行期的组织稳定性
（1）制度建立与组织稳定性。协同创新本质上是制度与实践的双重创新[31]。一系列相关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借助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规定，进而规范制约着人的行为活动[32]。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在进行新制度建立(System)时，理应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以保证协同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

1）科学性(Scientific)是指新制度必须要符合客观实际要求。制度在设计时，要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客观实际，同时兼顾合作双方的利益，并能清楚地界定创新组织的活动范围、权责利关系[32]，分工科学合理，从而正确引导、激励和规范合作双方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制度建立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a：科学性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完备性(Complete)是指一套规章制度必须完整地涵盖组织活动内容。陈劲[1]等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涉及到多元的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资源配置、知识共享机制、人员调整以及利益分配等相关决策必须提前予以考虑，以便能充分协调和规制组织各项创新活动，有效地规避一些利益纠纷。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b：完备性对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3）可行性(Feasibility)是指新制度在组织运行过程中能起到有效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并能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的制度有助于推进协同创新活动顺利开展、促成战略目标实现，然而，伴随组织的发展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仍需适时地修订制度，以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长久稳定地发展[32]。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c：可行性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文化融合与组织稳定性。文化融合(Culture)是指多元文化间相互碰撞、沟通与融合，最终产生共同文化价值的过程[1]。李雪婷等[33]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属于异质性组织，合作双方因承担的社会分工与其所经历的组织管理实践存在显著的差异，致使各创新主体的文化距离较大，组织间的冲突难以避免。然而，文化冲突不仅仅只产生负面影响[34]，关键是如何高效地建立多元文化间的互相评估、设计、互动、调试[35]。

1）文化评估(Evaluate)是指全方位了解彼此的文化特点。学研方文化是一种教育文化，企业文化则是一种经营文化，异质性文化在进行融合前须全面系统地了解彼此的文化特征类型[34]，识别出双方的文化差异、明确需要融合的不同之处，进而有针对性地寻找融合方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文化融合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a：文化评估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文化设计(Design)是在系统分析双方文化特点基础上提炼双方优势文化，初步设计出组织新文化内涵，并选择合适的文化融合模式。研究表明，在适合组织发展要求的文化内涵于融合模式下，合作双方能增进有效沟通，减少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价值的形成及稳定性的维系[35-36]。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b：文化设计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3）文化互动(Communication)是指伴随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新文化的传播与实施[35]。设计的融合模式是否准确适合，仍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各成员间的互动交流能促进文化的接触、融合与创新，增进合作双方的内心期望、加强理解与互信，更易搭建起伙伴间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36]。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c：文化互动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4）文化调适(Adjustment)是指新文化在合作双方的互补与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组织文化不可能完全提前设计到位[34]，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的深入开展会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及时地进行组织文化的更新与扩充能有效地化解新生矛盾，保证融合进度，进一步巩固深化融合成果。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d：文化调适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4  收益期的组织稳定性
Sherwood等[11]指出，科研成果产业化并带来经济效益时难免会产生利益分配的分歧，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最终获取的利益是组织整体运行质量与绩效的真实反映，各参与主体对利益分配的满意度将直接影响到组织成员未来的合作关系以及整个创新体系的生存与发展[1]，因而，各利益相关者在进行组织利益分配(Benefit)时须遵循一定的分配原则。

（1）协商性 (Consultation)是指各参与方共同协商，产生各方均满意的利益分配方案。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成果的分配涉及到多方利益，分配方案不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主体直接拍案决定，必须全面考虑各参与方的意见[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利益分配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a：协商性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2）公平性 (Equity)是指利益分配理应强调风险与收益的均衡。解学梅等[37]认为各参与主体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不论协同创新活动是否成功，其所得理应依据投入与努力程度对整体利益进行分配，进而有效避免因为不公而产生的矛盾和隔阂，调动并增强各成员间的积极性与团结精神。据此，[37]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b：公平性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3）共赢性 (Win-win)是指最终形成的利益方案尽可能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1]。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双方协同合作，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在确保组织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各组织成员节点的利益最优化有助于增强合作意愿与投入水平，使持久合作成为可能[38]。据此，[37]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c：共赢性对于维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设置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问卷的题项多采用国内外已有量表中的成熟题项，对于没有现成成熟量表的变量，则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编制，并通过对预调研结果的修订产生最终问卷。量表中除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信息外，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的形式。

正式调研问卷采取直接发放的方式，被调查者主要来自西安、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本次调研共发放26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31份，其中，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占55%，教授占37%，副教授占35%，有2～5年协同创新经验的专家占50%，有5年以上协同创新经验的占9%；企业专家占45%，企业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分别占37%、44%。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从工作经历、经验到学历，均对问卷设计的问题具有很好的熟悉度和敏感性，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研究以Cronbach’s ɑ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α值分别为0.831、0.859、0.847、0.860，均大于0.8，这表示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即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采用验证性因素来检验建构效度，从分析结果来看，各变量及因素的KMO值均高于0.8（Sig.=0.000<0.001），适宜做因子分析。综合来看，各变量的测量量表在信度和效度指标上均达到要求。

表1  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变 量
	维 度
	测量条款
	ɑ值
	ɑ值
	KMO值
	Sig.

	伙伴选择
	能力互补
	T1-T4
	0.815
	0.831
	0.826
	0.000

	
	目标协同
	T5-T7
	0.837
	
	
	

	
	条件适配
	T8-T9
	0.829
	
	
	

	
	风险共担
	T10-T13
	0.858
	
	
	

	制度建立
	科学性
	T14-T16
	0.861
	0.859
	0.837
	0.000

	
	完备性
	T17-T19
	0.848
	
	
	

	
	可行性
	T20-T25
	0.895
	
	
	

	文化融合
	文化评估
	T26-T30
	0.889
	0.847
	0.879
	0.000

	
	文化设计
	T31-T32
	0.838
	
	
	

	
	文化互动
	T33-T34
	0.847
	
	
	

	
	文化调试
	T35-T37
	0.852
	
	
	

	利益分配
	协商性
	T39-T40
	0.851
	0.860
	0.852
	0.000

	
	公平性
	T41-T43
	0.885
	
	
	

	
	共赢性
	T44-T47
	0.867
	
	
	

	 组织稳定性
	T48-T51
	0.892
	0.892
	0.866
	0.000


3.3  假设检验

根据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伙伴选择、制度建立、文化融合、利益分配与组织稳定性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系数依次为0.402、0.382、0.385、0.396，说明上述变量与组织的稳定性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根据此前假设提出以下回归模型：

    M1:Stability=β1Complementation+β2Object+β3Adaption+β4Bear+ε1   

    M2:Stability=β1Scientific+β2Complete+β3Feasibility+ε2                  

M3:Stability=β1Evaluate+β2Design+β3Communication+β4Adjustment+ε3
M4:Stability=β1Consultation+β2Equity+β3Win-win+ε4                     

3.4  实证结果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的回归模型中，各子模型F统计量的值分别是4.926、4.837、5.217及5.139，回归效果显著（Sig.=0.000<0.01），回归模型的设定可以接受，应用SPSS统计软件获得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系数
	t值
	Sig.

	组

织

稳

定

性

	伙伴选择（M1）
	能力互补
	0.263
	3.579
	0.000

	
	
	目标协同
	0.206
	4.457
	0.000

	
	
	条件适配
	0.224
	3.849
	0.001

	
	
	风险共担
	0.176
	2.283
	0.003

	
	制度建立（M2）
	科学性
	0.248
	3.147
	0.002

	
	
	完备性
	0.213
	3.842
	0.001

	
	
	可行性
	0.159
	2.082
	0.000

	
	文化融合（M3）
	文化评估
	0.232
	3.498
	0.000

	
	
	文化设计
	0.217
	3.261
	0.001

	
	
	文化互动
	0.198
	2.956
	0.000

	
	
	文化调适
	0.213
	3.162
	0.000

	
	利益分配（M4）
	协商性
	0.183
	1.090
	0.062

	
	
	公平性
	0.269
	3.749
	0.000

	
	
	共赢性
	0.201
	2.512
	0.000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在Sig.<0.01的水平上，伙伴选择的能力互补、目标协同、条件适配、风险共担对组织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263、0.206、0.224、0.176，说明上述因素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的维持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制度建立的科学性（r=0.248）、完备性（r=0.213）与可行性（r=0.159）均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Sig.<0.01水平）。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文化评估（r=0.232）、文化设计（r=0.217）、文化互动（r=0.198）、文化调试（r=0.213）各因素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均在Sig.<0.01的条件上达到正向显著水平。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与共赢性共同显著正向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发展，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269、0.201（Sig.=0.000<0.01）。利益分配的协商性对组织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为0.183（Sig.=0.062>0.01），即利益分配的协商性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之间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假设4a不成立。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

第一，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的研究中借助于适应性管理理念，在组织内部资源与要素的整合、互动作用下，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中核心主体与基础主体在各阶段创新活动的不同任务分工下的互换过程，并将创新组织的生命周期进行阶段性划分，深度剖析了各阶段影响组织稳定性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关系。

第二，以多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伙伴选择、制度建立、文化融合、利益分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稳定性维系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是基于任务的组织，研发伙伴的选择及关系整合是协同创新组织成立的前提，在进行伙伴选择时充分地考虑合作双方是否能提供彼此所期望的互补能力（资源禀赋），将更有利于合作意向的达成，而条件适配（0.224）、目标协同（0.206）、风险共担（0.176）的影响力依次减弱。组织制度作为清楚界定合作双方行为规范和责权利关系的指令性文件，其建立理应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客观实际。由于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同预期相比可能会出现明显偏差，适时补充制度内涵对提升新制度的适应力很关键。文化融合是形成一个共同文化价值的过程。融合前，全面深入了解彼此文化差异，客观的文化评估有助于设计出适宜的文化融合模式；融合中，依据协同创新深度及时更新补充组织文化，是化解文化冲突与合作矛盾的“良方”。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运作的最终目标。作为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各主体拥有平等的合作地位，为了协同创新目标的实现，彼此都付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努力，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因此在进行利益分配时，公平合理地考量双方的贡献程度并兼顾其利益期望，将有助于提高彼此的合作满意度，达到共赢的协同创新效果，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持久稳定发展。

此外，利益分配的协商性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稳定性维系没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较之前假设矛盾。研究专门回访部分被调查者（企业高层管理者），分析得出：利益分配的协商性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收益期稳定性的影响是不显著但弱相关。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运行机制时刻处于动态变化过程，组织成立初期商定的利益分配方案与实际发展态势形成偏差而不再适用，亟需在动态平衡原则指导下重新合理地确定利益分配模式及各方所占比重。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成立之初，仍要适当注重利益分配的协商性原则，只是放在了次要位置上。

4.2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

一是增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意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企业要转变思路、借用外脑，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及合作，加快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高校与科研院所要积极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提高科研供给水平、增强科研成果商业化的能力，真正实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二是全面考察合作伙伴，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发展夯实基础。是否能提供对方所期望的能力和资源是衡量伙伴的第一步，选择出与自身科研水平、技术能力结构相匹配的合作对象，可避免因彼此规模、实力等差异过大带来的不平等。在共同的目标、愿景下，合作双方共同承担风险，进行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吸收，实现供需平衡。

三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在动态平衡下稳定运行。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涉及多方参与，各主体间关系错综复杂，整个运行机制处于动态变化中，其制度建立、文化融合、利益分配不可能提前完全设计到位，需根据组织实际发展状况适时地进行扩充与调整，以便顺应组织发展态势，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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